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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思想转型与经济学的早期本土化 

——基于《国富论》在近代中国传播的考察 

 

缪德刚 1,2 

 

（1.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 

2.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2488） 

 

[摘  要]19 世纪末传入中国的《国富论》，不仅是近代学者了解外国经济学说的窗口，也成为他们反思中

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对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富论》早期在华传播对国人起到了一定的经济科学启蒙

的作用。近代中国学术界围绕《国富论》的思想来源和所涉中国经济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与回应。其中涉

及的中文经济学表述术语的使用与规范、中外经济思想的解读和比较，以及从经济学理论视角分析社会经

济问题，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科学化转型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国富论》体现了斯密经济思想的时代局

限性，但其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在中国的早期形塑，推

动了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经济学科发展与学术体系构建。 

[关键词]《国富论》；经济科学；学术体系；经济思想史 

 

中图分类号：F093；F120；F119     文献标识码：A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

学者的历史使命与时代重任。关于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经济学的讨论，亦受到经济学界

的广泛关注。从西方经济学说中批判地汲取有益的理论成分，是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体

系的重要内容。探讨代表性西方经济学说，特别是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学理关联的古

典政治经济学说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不但有助于厘清这些学说在中国推介与传播的阶段性特

征，还有助于深入理解其传播过程中的理论取向及潜在的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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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首发时间：2022-08-02 11:38:22
网络首发地址：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21.1096.F.20220801.1438.002.html



2 

 

斯密经济思想随着《国富论》的出版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并成为中外经济思想研究

的重要关注领域。刘瑾玉[1]的统计表明，迄今为止，仅汉译《国富论》就有 42 个版本，其

中 37 个版本是 2000 年后翻译出版的。1901—1902 年首部汉译《国富论》以《原富》之名

出版后，就陆续出现了围绕《国富论》的讨论。20 世纪 80 年代后，涉及汉译《国富论》的

著述数量可观。赵靖[2]、胡寄窗[3]与朱绍文[4]关于《国富论》在近代中国传播的成果中，以

围绕严复汉译《原富》的讨论数量最多，此类研究主要涵盖于严复经济思想的梳理中。近年

来，赖建诚[5-6]与张登德[7]围绕《原富》在中国近代传播问题进行了专门探讨，包括严复翻

译《国富论》的背景、《原富》中的误译与曲解，以及所涉汉译经济学概念术语、思想文化

的影响等方面。以往主要是基于《原富》案语研究严复经济思想，刘瑾玉[1]通过严复手批《国

富论》英文底本对《原富》中的案语进行了专门考证，解决了《原富》案语来源不清的问题，

值得学界关注。 

《国富论》系统化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范畴和分析方法，李嘉图的《政治经济

学及赋税原理》、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概论》等著作，可以说是《国富论》的衍生成果。马

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同样批判性借鉴吸收了《国富论》中的理论元素。从《原富》出

版算起，《国富论》在中国传播已有一百二十年。朱绍文[4]认为，这一百余年间，《国富论》

除了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之一得以存在，未见其在经济学界产生其他实质性影响，更遑

论对斯密的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体系的全部思想予以探究。可

见，《国富论》及斯密经济思想作为代表性古典政治经济学说，有必要对其在中国的早期传

播予以梳理和探讨。 

 

一、经济学：随《国富论》入华的“未定名之学” ① 

 

19 世纪 80 年代，丁韪良、艾约瑟、傅兰雅分别编译了《富国策》（1880 年）、《佐治刍

言》（1885 年）、②《富国养民策》（1886 年）。这三本书的英文原版分别为英国学者编撰的经

济学类通俗性著作，斯密关于分工、资本和工资等学说在其中有所介绍。20 世纪之前，斯

密及《国富论》在中国的流传虽不系统，但已被有识人士知悉，且当时的针对性评述带有向

西方学习的献策意味。 

                                                             
①  考虑到当前的表述习惯此处用“经济学”，严格来说，用“经济科学”更为准确。当前的“经济学”

包括经济思想史，而 18 世纪末以前的西方经济思想史、20 世纪以前的中国经济思想史都包含“非

科学”的成分。但“非科学”不等于“无价值”，“科学化”或许是经济思想演进的一个方向。同样

地，过去未“科学化”的经济思想不代表将来不能被“科学化”。 

②  《佐治刍言》底本作者系英国历史学者约翰·希尔·伯顿（John Hill Burton，1809-1881），原书名为《政

治与社会经济学》（Political and Social Economy），出版于 1849 年。1852 年，钱伯斯出版社（W. & R. 

Chambers）再度请约翰·希尔·伯顿撰写，并以《用于学校和私人教学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for Use in Schools, and for Private Instruction）为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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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 年，严复开始着手翻译《国富论》。1901 年，南洋公学译书院铅印出版了《国富论》

前两篇计 20 章，并于次年出齐，书名定为《原富》。《原富》出版后随即得到《新民丛报》

的推介。推介人认为，该书“文笔太务渊雅，可以模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

难索解”，同时希望严复“将所译之各名词列一华英对照表，…著叙论一卷，略述此学之沿

革”。①后来，严复编写了斯密的生平简介，吴汝纶撰写了序言。吴汝纶[8]在序言中批判了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讳言利”“重农抑商”的陈说故见，称赞严复翻译此书正当其时。张

菊生、郑雅辛二人则辑录了中西年表及译名对照表。这一时期关于《国富论》的著述侧重介

绍，即使《原富》刊行后相关讨论依然寥寥，这或许与《新民丛报》[9]所指出的《原富》一

书“义博理奥，初学者未易领悟”有一定的关系。 

尽管如此，《原富》的出版促进了经济学概念汉语化表述范式的形成。19 世纪后期传入

中国的英文经济学著作名称中多夹带 Political Economy 一词，当时常将其译为“国宝

学”“理财学”“理国之法”“治国之道”等。20 世纪初期，赋有科学涵义的 Economics

被国人了解并逐渐成为“经济学”的对应名词。该时期的文献将“计学”“理财学”“平准

学”“生计学”等译称趋统于“经济学”。然而，严复认为，Economics 译为“计学”更贴

合其本义，译为“平准学”“经济学”皆不妥。②“经济学”原本是日文中针对 Political 

Economy 的译法。③1615 年，法国重商主义思想家孟克列钦在《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

学》一书中首次使用了“政治经济学”。1890 年，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里以“经济学”

替代了“政治经济学”，“经济学”的用法从此广为流布。Political Economy、Economics

中文译法的变化，一方面反映了西方经济学说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呈现科学化发展趋向，另一

方面说明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一度受到日本学界的间接影响。 

20 世纪 20 年代是学术界讨论斯密经济思想的峰值期，每逢斯密或《国富论》纪念年份

皆有文章刊载，甚至斯密生卒月份也有纪念文章发表。如 1923 年正值斯密诞辰 200 周年，

《东方杂志》《学艺》分别刊发了相关纪念论文。以《国富论》出版 150 年为契机，1926 年

《东方杂志》再度发表纪念文章。同年，刘秉麟撰写的《亚丹斯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

书分四章介绍了斯密的生活环境、经济思想渊源、生平及著述和《国富论》中的学说等。从

经济思想领域看，20 世纪 20 年代的专题著述主要探讨了《国富论》的理论构成，涉及斯密

关于价值、工资、租税等方面经济思想，使之在中国得以广泛推介。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

章作者绝大部分有海外研修经历，他们的研究参考书目不是完全依照汉译版《国富论》，而

是通常直接使用麦卡洛克、罗哲斯和坎南等人校订的英文版《国富论》。 

                                                             
①  此文的作者为《新民丛报》的实际主编梁启超。 

②  严复所指的“计学”是 Economics，且他在此文中特意强调，“此科最新之作，多称 Economics 而删

Political”。 

③  梁启超在 1902 年第 1 号《新民丛报》上介绍《原富》时，以“理财学”指代 Political Economy，而

非后来严复 1902 年第 7 号《新民丛报》上答复前文时用“计学”指代 Economics。可见，梁启超所

谓的“理财学”与严复所指的“计学”并非同一英文词的汉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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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年，黎明书局出版了唐庆增著作的《西洋五大经济学家》，主要介绍了斯密、施穆

勒、马克思、博姆-巴维克和杰文斯等五位经济学家的经济思想。其中对斯密的介绍，包括

其生平、分工学说、价值及分配论、财政理论以及学术影响等方面。20 世纪 30 年代，郭大

力和王亚南鉴于《国富论》在经济学界的巨大影响，并为翻译《资本论》作理论储备，二人

在翻译《资本论》前首先合译了《国富论》。此外，刘光华留日期间编著的《国富论》解说

书也同期面世。《国富论》陆续取代了严复版本的译名《原富》，早先广泛使用的“亚丹·斯

密”也被“亚当·斯密”所替代。然而，自 30 年代末开始，国内学界围绕《国富论》的讨

论逐渐减少。1936 年《国富论》出版 160 周年之际，《食货》杂志仅征集到 3 篇论文，且 1

篇为译文。20 世纪 40 年代仅有少数《国富论》或斯密经济思想专题著述发表。与此对比鲜

明的是，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国内外社会经济形势发生变化，经济问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

注，中文经济学出版物数量由此大幅增长。然而，与此前重视介绍经济学说不同的是，经济

学界更热衷于结合中国现实问题寻找理论对策，而对包括斯密经济思想在内的经济学理论的

关注度明显降低。 

经济思想是基于现实经济问题而形成的理论概括，系统化的经济学理论是经济思想的凝

结。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三种资源[10]。中国近代经济科学的启蒙

源于外来经济学说的传播，《国富论》无疑是早期重要的传播媒质之一。结合中国近代经济

思想的演进历程来看，《国富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融合了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国外哲学社会科学三种理论要素在中国时代背景和实践环境下的演化。回溯《国富论》在中

国早期传播史，有助于加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的理解，同时对于辩证看待、汲取国外

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有益思想资源，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具有启示意义。 

 

二、近代学者围绕《国富论》探讨的两个重要问题 

 

20 世纪 20 年代，学术界著述内容涉及《国富论》思想来源、回应斯密对中国经济问题

的论述、《国富论》版本问题和比较分析斯密经济思想等方面。近代学者对前两个问题的关

注，较为直接地体现了中国人早期认识以《国富论》为代表的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两种方

式，即前者涉及中国思想文化对斯密经济学说形成的影响，从学理上拉近了中国思想文化与

西方经济学说的关系，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蕴含的经济学理论基质值得审视；后者则是基于《国

富论》涉及的现实经济问题，凸显了以斯密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者在分析中国经济问题时面

临不可避免的时空局限，以致部分观点后来受到了中国学者的质疑。 

1.关于《国富论》思想来源的讨论 

中国近代学术界围绕《国富论》思想来源的讨论，受到了“斯密问题”的影响。1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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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德国历史学派的斯卡尔钦茨基在《亚当·斯密的道德哲学及其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中指出，斯密赴法国前受哈奇森、休谟的影响成为理想主义者，在法国期间受重农学派的影

响转变为唯物主义者，由此造成了《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中人性论的对立。19 世纪

中叶以后，围绕《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中的人性论是否一致问题持续争论了大约一百

年。①该问题在经济学说史上被称为“斯密问题”。 

从“斯密问题”引申出的议题是，斯密是否受到法国重农学派的影响。对于这个问题，

英国经济学说史研究者也参与了讨论。20 世纪初，坎南[11]在其修订的《国富论》序言中指

出，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的演讲稿内容并未体现出他对于重农学派的认识，也未带有重农学

派理论的痕迹，然而在《国富论》中却有很多重农学派的思想。这说明，斯密受重农学派影

响是在担任“道德哲学讲座”教授之后，且未著《国富论》之前。 

《国富论》在中国近代传播期间，国内外学界对斯密思想来源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观

点认为，斯密思想体系的转变缘于他在法国旅行期间受到重农学派思想影响，欲了解斯密经

济思想的渊源必须通晓重农学派学说的主旨；另一种观点认为，《国富论》中的思想体系继

承了英国部分学者的经济思想，即大多以格拉斯哥大学演讲稿为底本，而演讲稿写成于斯密

赴欧洲大陆旅行之前。20 世纪 30 年代，关注该问题的中国学者大多认为，《国富论》受到

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影响，但该书主要脱胎于斯密演讲稿的第四部分，这部分内容与哈奇森

讲义的第三部分内存在诸多相同点。可见，当时学界对《国富论》部分思想来源的认定并不

完全一致。 

近代中国学者对斯密是否受法国重农学派影响这一议题的关注，旨在探究中国古代经济

思想是否对西方经济学说发展产生过直接影响，以此彰显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理论价值，乃

至探索向经济科学注入中国元素的可能。18 世纪，欧洲思想家曾将中国思想文化中的人本

主义伦理作为反对宗教神权的理论工具，构建了以人性自利为代表的“道德哲学”，实现了

由宗教伦理向经济伦理的转型。事实上，法国重农学派学说源自中国经济思想这一议题是西

方学者最先提出的。1902 年，德国新历史学派的奥古斯特·翁肯在《国民经济学史》中，论

述了法国重农学派与中国学术思想的关联。20 世纪 30—80 年代，许多中外学者对中国传统

经济思想对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影响进行了系统考察。②众所周知，重农学派的几位重要代

表人物十分推崇中国思想文化，尤其是魁奈，不仅撰写了论述中国经济问题的专著，还被誉

为“欧洲的孔子”。部分近代学者如熊子骏[12]秉持杜尔哥所著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

的考察》系《国富论》的底本一说，李永霖[13]论证这本书原为当时留法的两位华人高类思、

杨德望所作。 

对于斯密经济思想是否受到法国重农学派思想影响这一议题，坎南[11]曾指出，“关于

                                                             
①  实际上，德国历史学派对“斯密问题”的观点也非统一。1874 年，翁肯在《斯密与文化史》中坚持

历史学派的观点，但次年转而认为斯密的思想具有统一性。 

②  谈敏所著的《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1992 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是关于该问题最为

系统性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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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氏的见解之来源，我们可毋需再加研究，恐怕我们经已研究得太长了”，在 1749—1776

年期间，“一般经济思想，业已横断英吉利海峡很多次，故此讨论这些思想进步发达的情形，

无论怎样争辨，或英国的贡献，抑或是法国的贡献，殊属无用”。有学者认为，所谓的“斯

密问题”本质上是因为不了解斯密早期著作产生的伪命题。①德国学者希尔德布兰德、克尼

斯和斯卡尔钦斯基先后对这一问题进行解读。此外，朱绍文[14]指出，中国学者对“斯密问题”

的间接关注，还有可能源于苏联，而苏联亦受到德国的影响。“斯密问题”的出现也反映出，

西方经济学在由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至马克思所认为的庸俗政治经济学阶段以后，由于缺乏

较大的理论创新，致使一些后续议题拘泥于既有的理论范畴。仅从这一点上说，尽管中国近

代学者对“斯密问题”的讨论主旨在于彰显中国思想文化要素的学理价值，但却在一定程度

上落入了西方中心问题意识的窠臼。 

2.关于《国富论》所涉及中国经济问题的回应 

《国富论》在英国出版后，随即得到一些读者的积极评价，但也有人对书中的部分观点

持否定态度。即便在斯密逝世后，围绕《国富论》的质疑仍时有发生。斯密在该书中立论时，

有 5 篇 14 章计 23 处引证了中国的经济现象。但他未尝到过中国，主要参考了西方旅行家、

传教士的部分记述，以致后来有不少学者指出，斯密对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了解不够充分。

斯密认为，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富裕的国家之一，但已达到既定制度下财富增长的极限。由

此，绝大多数研究者将斯密在《国富论》中描述的 18 世纪的中国解读为一个经济陷入停滞

的案例。斯密在讨论分工、工资、地租、资本、对外贸易、财政等问题时，均提及中国的经

济状况作为例证。《国富论》在中国传播以后，近代学者梳理了斯密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看法，

并对其观点进行了回应。这些回应涉及内外政策、劳动者工资等方面。 

在内外政策方面，斯密认为，中国农业发展起步早且市场大，但后来却陷入经济停滞。

究其原因在于中国的财富积累源自土地耕种，农业较其他行业更受重视，农民的社会地位高

于手工业者，而对外贸易相对被动。在他看来，中国的重农观念是错误的。这种重农观点将

手工业者、制造业者以及商人视为不生产阶级。而手工业者由于还受到商人盘剥，很难把赚

取的利润投入到扩大再生产中。麦卡洛克[15]认为，斯密对于中国不重视贸易的说法值得怀

疑，中国曾借助戎克②和船舶与菲律宾、日本、暹罗（今泰国）等国进行大规模贸易。邹幼

臣[16]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中国自秦汉时期就开始对外贸易，唐宋元时期航行于红海、

太平洋的船只多数来自中国，明时期海外贸易兴盛，清康熙二十三年开放海禁，这些都是中

国注重对外贸易的表现。 

在劳动者工资方面，斯密提出，在一个长期停滞的经济体中，通常劳动者很难获得较高

                                                             
①  20 世纪初，日本学者曾对“斯密问题”及“法国重农学派学说中国渊源”问题有过相关研究。中国

近代学者的相关讨论也可能受到日本学者的影响。20 世纪初，藤井健治郎曾论证了《国富论》与《道

德情操论》思想体系的一贯性。1931 年，泷本诚一在《欧洲经济学史》附录中阐述了“西洋近代经

济学的渊源在于中国的学说”。 

②  戎克即中国式平底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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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资，并以中国为例证。对此，袁问不[17]认为，中国工资低是因为人已尽其才、物已尽

其用，欧美国家没有发生工资相对降低是因为它们可以源源不断地创新产能。斯密讨论工资

问题时引证来自中国的事实，目的在于说明欧洲和中国分别存在重工轻农、尊农贱工的现象。

劳动的需求通常受限于地域，中国人安土重迁，劳动工人流动性差，以致工资维持在较低水

平。为此，李超桓[18]指出，可以通过增进国家财富和限制人口两种途径，提高中国工人工

资。 

18 世纪的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国家，即使农业生产能够自给自足，恐怕很难有充分的生

产剩余来满足持续性的大规模对外贸易，进而带动经济发展。一般认为，农业生产具有周期

长、风险高、回报率低的特点，在同等社会经济条件下，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二者获得的经

济收益自然不能等量齐观。尽管《国富论》被视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标志性著作，但斯密在

该书中对中国经济问题的认识是从间接资料中归纳得到的。由于斯密所使用资料的陈旧与片

面，造成了近代学者对其观点的指摘。当然，近代学者对斯密观点的回应总体上流于泛泛，

少有系统化成果的形成。 

 

三、《国富论》在近代中国传播的作用与影响 

 

“经济学”一词最早出现在古希腊时期，重农学派更是自称为“经济学家”。尽管如此，

重农学派及此前的经济思想家没有对经济学的基本研究范畴与分析方法作出可通约界定，未

能实现经济学研究范畴的深化和分析方法的累积，其经济思想仍然处于“前科学”阶段。18

世纪末，经济学在欧洲地区进一步系统化发展，1776 年出版的《国富论》是其中的重要成

果。斯密在此书中提出的价值学说、绝对优势理论分别奠定了劳动价值论、自由贸易论的理

论基础，以劳动、资本、土地界定了生产要素的分析范畴，还融汇了重农学派的演绎法、休

谟的归纳法与历史法。19 世纪末，经济学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影响扩大，并最终发展成

为一门独立学科。 

近代以前，中国本土的经济思想基本为独立发展，其渊源至少可追溯至西周时期。西汉

中期，中国本土经济思想形成了以“重农抑商”“贵义贱利”“黜奢崇俭”为代表的具有浓

厚伦理色彩的传统经济思想。受限于较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单一的农业生产方式，这一

经济思想未曾成为古代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不仅没有与其他思想文化分

离，也未能从前人的价值观念中独立，缺少在研究范畴和分析工具的重大创新，以致最终陷

入停滞。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17 世纪末至 18 世纪初，西方经济学家辈出，他们在生产、

交换、分配等领域提出了无数新见解，给魁奈、斯密等人的经济学说奠定了理论基础。从该

时期开始，中西方经济思想在现实解释力方面出现显著差别。 

鸦片战争后，国人对传统思想意识与社会价值的质疑日益增长。龚自珍、包世臣、魏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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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清末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进行了反思与批判，进而为西方经济学说的在中国传播，

以及中国经济思想的转型消除了思想障碍。洋务思潮、重商思想、工业化潮流的兴起则说明，

当时知识分子关心的经济问题不再是评判追求财富是否正当，而是采用何种方法实现国民财

富的快速增长。这种理论需求是当时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所不能及的，吸收西方经济学说成为

解决理论困境的关键途径。19 世纪后期，《国富论》即被摘编、翻译为中文。一本英国学者

所著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著作，能够在一百二十余年后出现在中国，其现实原因在于，近代中

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原富》的译者严复认为，此书中描述的英国经济状况与当

时中国类似，中国若仿照书中的经济政策同样可以变贫为富。然而，不论是严复翻译的《原

富》，还是后来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国富论》，均未能让旧中国实现富强，但《国富论》

及其作者斯密的经济思想却成为国人了解西方经济思想的窗口，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前提性要件。 

《国富论》传播到中国后，中国学者积极从本土的传统经济思想中寻求与斯密经济思想

相近的元素。斯密主张放任经济组织在既定制度下参与经济活动，以此增进整个社会的福利。

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那些受过自然主义观念浸染的士人同样有关于顺应经济组织自然发

展的论述。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司马迁的“善因论”。严复就曾引证司马迁的“善因论”解

释斯密的自由放任观念。但在《原富》一书的案语中，严复以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比附斯密的

经济学说，造成了不少理解不当之处，如将法国重农学派主张的土地单一税错误地比附为明

代的“一条鞭法”。也有其他观点，如勇立[19]认为，王船山金银非财富论、价格学说、贸易

观等领域的经济思想与斯密类同，或如鲁深[20]指出《大学》中的理财观念与斯密提倡通过

分工提高生产效率的看法相仿。 

在《原富》的《译斯氏<计学>例言》中，严复将西方经济学者常用的“归纳法”“演绎

法”分别译为“内籀”“外籀”，并指出经济学分析方法在西方经济学说中的演进趋势，

“计学于科学为内籀之属。…如斯密、理嘉图、穆勒父子之所论著，皆属此类。然至近世如

耶方斯、马夏律诸书，则渐入外籀”。
①
作为媒介之一，中国知识分子通过《国富论》初步

领会到经济学说在欧美国家的演进情况。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思想在传统经济思想的基础上

进一步发展，经济学学科体系在中国日趋成型并得以完善，一批学者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

分解出经济思想，进而使中国经济思想史逐渐成为本土经济学的子学科之一。同时，中国经

济学界在“经济科学”领域内经过反复地探讨与诘问，经济学本土化的重心逐步转向了科学

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综括近代相关讨论来看，《国富论》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科学化转型具有重要启发意

义，涉及中文经济学表述术语的使用与规范、中外经济思想的解读和比较，以及从经济学理

论视角分析社会经济问题等。《国富论》带来了早期经济学话语要素，至今仍在一定程度上

                                                             
①  “耶方斯”即威廉姆·杰文斯，“马夏律”即马歇尔。事实上，发扬《国富论》中演绎方法的经济学

家首推李嘉图。另外，严复最早将“归纳”（Induction）译为“内籀”、“演绎”（Deduction）译为“外

籀”是在《天演论》一书的《自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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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着经济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与学术体系构建。 

 

四、对于《国富论》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再认识 

 

1.《国富论》的时代局限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早期形塑 

《国富论》完成于工场手工业时期，尽管此前重商主义思想及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

了英国工商业的发展，但封建统治阶级与极端的保护主义阻碍了海外贸易的发展，而满足广

泛需求成为当时最重要的经济问题。直到 18 世纪后期，关税仍然是英国的传统经济政策之

一。斯密基于分工理论认为，自由交换可以增进贸易双方所得。19 世纪初期，斯密的经济

学说被英国曼彻斯特学派用来抨击本国的贸易保护政策，为英国拓展世界市场提供了理论支

持。海外贸易的开拓推动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给殖民地国家带来了毁灭性的经济影响。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说传播到欧洲大陆之后，其主张的自由贸易理论一度受到追捧。德国历

史学派先驱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认识到，对于像德国这样工业落后的国家，既没有工业生产

剩余，又缺乏充分的农产品，只能从国际贸易中获得很少的利润。在外来工业品的冲击下，

德国产业必将破产。因此，李斯特不赞成自由贸易学说，主张德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并提

出经济发展阶段说，肯定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 

《国富论》中的自由贸易主张同样不适用于内外交困的近代中国。绝大部分中国近代知

识分子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形成这样的认识，而通过回顾《国富论》在中国传播历程可探寻

其中的转变印迹。①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以武力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不

断从中国攫取经济利益，使中国沦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外国资本主义的入

侵加速了中国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自然经济的瓦解。在此社会背景下，一批先进的中国知识

分子主张向西方学习，工业化思想成为主流经济思想。19 世纪末期，中国兴办的新式工业

受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阻碍，严复通过翻译《原富》旨在表明应当顺其自由发展。②20 世纪

20 年代，学界对《国富论》的关注与讨论，实际上是民族资本得到短暂发展契机后于思想

领域的映射。 

斯密经济思想虽备受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西方国家所推崇，但其具有明显的时代特性和

本土情境，因此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格格不入。随着《国富论》在中国越来越“水土不服”，

                                                             
①  从 1901 年出版的第 2、3、4、8 期《译书汇编》来看，李斯特的著作《理财学》（原名《经济论》）

即被留日学生以连载的方式译成中文。这种翻译是将其经济学说视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互补性学

说而呈现的。 

②  赵靖在《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续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2004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指出，

严复选择了《国富论》而没有选择他认为代表当时新水平经济学的著作，原因在于，“他认为，斯

密用以批判重商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适合于中国当时反对清政府阻碍经济发展的弊政，特别是反

对洋务派官僚垄断政策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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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进而指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于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

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矛盾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指导中国先进分子解决当时中国问

题的重要理论武器。十月革命的爆发，使马克思主义思想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解救中国的指导

思想。正是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

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面对强大的外来资本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民族资本终究

难以独立发展壮大起来。在此历史背景下，明晰当下面临的社会形态成为决定中国未来发展

道路的重要问题。20 世纪 20—30 年代，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最终塑造

并奠基了早期的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这场论战发生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参与争论的

涉及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内部、中国共产党内外、中国左翼思想界与知识界，论战参与各方只

使用马克思主义一种理论工具。前期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主要涵盖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社会

史论战两个问题领域。前者是将马克思社会形态演进理论应用于近代中国社会的分析，进而

成为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后者则将这一理论运用到前资本主义中国社会性质的概括，由此形

成了社会史论战。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陈瀚笙、薛暮桥等人对农村问题的讨论，将社会性

质论战延伸至中国农村社会问题领域，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由此成为社会性质论战的一部

分。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明确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对中

国近代社会性质的总判断。这一判断的形成，明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

毛泽东在基础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李红岩[21]认为，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以后，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领域站稳脚跟。与马克思主义陆续被广泛接受形

成对比的是，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以后，学界对包括《国富论》的关注呈现出下降的态势。

这说明，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形成的过程中，学界逐渐对以《国富论》为代表

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有限适用性形成了清晰认知。 

2.《国富论》所涉及中国论点的理论及实践回响 

《国富论》被公认奠定了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范畴与分析方法，由此成为经济学科学化发

展的标志。因此，郭大力和王亚南[22]将《国富论》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著作视为深入

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预备。经济学说史上的很多经济学理论都是在解读经典文

献的过程中产生的，《国富论》当然能为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参考。 

《国富论》等经济学著作传播到中国后，本土经济思想突破了传统经济思想的藩篱，进

一步发展为两条路径，其一是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承袭、质疑与批判，其二是进一步引进、

复述西方经济学说。由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当时已陷入停滞，西方经济学说发展势头日趋

明晰，中国经济思想呈现出过渡性质。但当今的大多数经济学者未能充分意识到该时期经济

思想史的理论价值。不论是对传统经济思想的反思，还是复述外来经济学说，都并非毫无意

义。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是在接触到科学化的经济学之后，才萌生了对经济思想自身发展规律

的梳理总结。1902 年，梁启超在编写了西方经济学说史著作《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后，

还打算另著一本《中国生计学史》，因而被视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先驱者。可以说，最

具本土特色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是近代学者对传统经济思想的反思衍生品，而中国经济思

想史学科的形成为本土经济学发源提供了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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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论》在一定程度上担当了启蒙中国近代经济科学的角色。随着西方经济学说的不

断引进，中外经济思想此消彼长，最终促成了 20 世纪 40 年代关于“中国经济学”探索。而

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实质，是中外经济思想碰撞之后，再与本土社会经济问题结合的时代

产物。如果没有对西方经济学说的早期学习与引进，王亚南、刘大中、马寅初、马哲民等一

批学者未必会发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呼吁。遗憾的是，相关学者的探讨并没有结出实质

性理论硕果，其背后的原因值得参照《国富论》学说架构予以深思。 

至斯密生活的时代，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平台阶段。斯密在《国富论》第四篇第

九章中指出，制造业的发展仰赖于分工，而分工的程度受市场范围的支配。中国广大的国内

市场就足以支持制造业的发展，并能深化分工程度。斯密的分工学说在当前理解促进生产要

素自由流动或许更合时宜。虽然多次抨击中国不重视对外贸易，但他同时指出，如果同时重

视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中国将大幅改进自身生产力。从这些观点来看，斯密并不全然认可

自由放任，而认为应该通过法律和制度手段对经济进行有条件地干预。实际上，斯密的放任

主张主要针对工厂手工业时期的生产者。斯密逝世后，机器生产逐步取代手工劳动，社会生

产能力得到极大提高。然而，生产者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和剩余价值，造成产能过剩，以致

经济危机频发。 

20 世纪 90 年代，黄宗智[23]将 18 世纪中国经济进入的平台期归结为“过密化”状态。

对此，王国斌[24]认为，18 世纪欧洲和中国皆为斯密型增长。与 16—19 世纪中西方经济“大

分流”观点相吻合的是，直至 20 世纪 40 年代，中国的国民财富总量水平约为美国的二十分

之一、英国的六分之一。唐庆增[25]的早期研究显示，美国经济学家米切尔按照工商业发达

程度将世界各国分为三等，当时的中国位列最后一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

全国人民在积贫积弱、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特别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以

来，中国逐步放开对生产要素流动的约束，并通过积极参与和推动自由贸易，实现了国内外

生产要素的整合与优化配置，极大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

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

作共赢新局面。2021 年中国 GDP 超 110 万亿美元，继续位居世界第二位。当代中国已然突

破了《国富论》中所描述的社会经济长期不发展阶段，特别是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性突破与创新。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中国经济学界开始加强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经验的理论总

结。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

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探索构建本土经济学过程中，经济学理论一般性与现实问题特

殊性之间的矛盾早已被经济学界重视。尤其在当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为

推进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提供了丰厚的现实土壤。《国富论》的汉译曾是深入理解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预备，因此，在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具有参考与借鉴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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